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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当前城镇家庭消费的一项重要内容，校外辅
导班和兴趣班的迅猛扩张，占据了儿童教育消费市场的主要领域。 本研究通
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基线调查数据的分析，检视了我
国城镇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儿童校外教育消费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家
庭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具有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双重特征，独生子
女家庭、双亲同住家庭以及更多的亲子陪伴和亲子互动能够促进儿童校外教
育机会的获得，其中女孩的优势更为突出。 同时，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阶层
差异也十分明显，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有更高的期待和投入，在校外辅
导班或兴趣班的选择上具有显著的阶层化偏好。 这些发现启示我们，在儿童
教育消费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家庭研究与消费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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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了两场

剧烈的变革，一是家庭革命，二是消费革命。 家庭革命使家庭结构发生

了剧烈的变迁，由夫妻和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我国城镇家庭

结构的主要形式，①儿童的家庭地位和社会价值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

３６１



化。 消费革命提升了消费者的自主性（戴慧思、卢汉龙，２００３），改变了

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同时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消费市场和消费

者群体。 儿童消费者的崛起就是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相互影响的典范

案例。 在这双重革命的进程中，与促进儿童发展和家庭代际流动相关

的儿童教育消费是当前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重头戏。
教育是代际流动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主要途径

（Ｂｌａｕ ＆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布尔迪厄、帕斯隆，２００２）。 在决定个人生活际

遇上，教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Ｔｒｅｉｍａｎ， １９７０）。 教育消费除了具

有其他消费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特殊的价值，即它是一种投资性的消

费。 因此，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儿童教育消费不只是一项一

般意义上的家庭消费，而且也是一项重要的家庭投资策略。 在当前中

国城镇社会，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不同阶层的家庭在

投资儿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 从早教、幼教、择校、学区房到

送出国门参加游学、夏令营等，无论是来自富裕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家

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 学校系统提供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

家长的需要，他们纷纷转向由市场化的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如
“学而思”、“新东方”等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 教育

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已形成规模巨大的儿童教育消费产业，形塑出了

商业色彩浓厚的儿童消费文化。
然而，当代父母尤其是中产阶层父母，对儿童消费文化却有一种普

遍的纠结心态：他们既对当代儿童消费文化抱着一种警惕的心理，害怕

孩子的成长环境受到消费文化的侵蚀，又不得不对消费文化做出让步，
甚至从中寻求育儿良方、觅得心理安慰。 从当前媒介上所呈现的各种

育儿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父母”的焦虑与渴望，特别是中产

阶层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集体焦虑，隐含着整个社会对阶层流动或阶

层固化的担忧。 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也从自身的消费救赎迫不及

待地转向对子代的教育投资。
由此可见，儿童教育消费是介于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之中的一个

消费热点问题，它不仅体现了儿童作为教育消费者身份的崛起，也承载

着父母的希望，而且因影响到家庭阶层地位的流动而与更宏大的公共

政策产生关联。 面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增长，我们既不能否认大众

消费文化的消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用父母的非理性、竞争性或炫耀性

的消费观念来解释（Ｗæｒｄａｈｌ，２０１０：１９０）。 学术界一直在批判消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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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儿童的侵蚀，但“如果消费文化是作为好父母的敌人，那么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的父母将敌人邀请到自己家里？” （Ｐｕｇｈ，２００９：Ｘ）。 事实

上，儿童消费文化并非只属于儿童世界，它还为成年人如何做“好父

母”设定了文化边界，并据此来建构父母身份。 父母们将儿童消费看

作为孩子们购买幸福或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Ｆｏｎｇ，２００４：８３）。 对许

多父母而言，满足儿童消费需求是维系亲子关系的一条情感纽带，是
“亲子之爱”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创造家庭归属感和幸福感的一种呈现

方式（Ｐｕｇｈ， ２００９；Ｆｏｎｇ， ２００４；Ｙｉｎｇ， ２００３；Ｚｈａｏ， ２００６）。 因此，儿童教

育消费不只是儿童与市场之间的单向度关系，还蕴含着儿童、家庭与市

场之间的多元关系。 作为家庭消费的一部分，父母通过何种方式让儿

童获得教育消费的机会，反映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家庭阶层地位等

方面的特征。 同时，作为儿童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只有将儿童教育消费

置于消费文化的整体视野之中，深入挖掘其兼具家庭工具理性和父母

情感表达的双重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中产阶层父母们内心深处的焦

虑。 这就需要我们在市场转型和家庭变迁的背景中，重新审视儿童、家
庭与教育消费市场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述评与分析框架

与以往学术界侧重于从制度变迁和结构视角考察儿童基础教育不

平等和教育分层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致力于从家庭内部的视角出发，重
点考察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情况。 为此，本研究将基于已有的文献，回顾

市场转型过程中儿童教育消费的发展，将其置于儿童消费文化的发展

脉络之中，梳理儿童、家庭与教育消费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从儿

童教育消费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两个维度，为理解当前城镇家庭的

儿童教育消费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一）市场转型中的儿童消费者

在我国城市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双重背景下，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城市独生子女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代儿童消费者。
在过去四十年中，随着独生子女的成长，儿童消费市场出现了戏剧性的

扩张。 同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这一代城市儿童很少有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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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在家庭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他们，获取的消费资源比以往任

何一代人都要好。 恰如景军所言，这一代儿童“成长于中国向市场经

济转型的时代，他们的物质生活异常丰富，并沉浸在新兴的消费主义文

化中”（景军主编，２０１７：Ｉ）。 边燕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对天津独生子

女家庭的调查就已发现，一方面，家庭的消费活动偏重于子女一方，孩
子成为家庭消费机器的动力和主轴；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人均消费水

平等同于或高于家庭成员的人均消费水平，这是“子女偏重”的消费模

式在消费水平上的表现（边燕杰，１９８６：９７）。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城市独生子女，比第一代独生子女

面临的市场环境更为复杂，儿童消费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也更为丰富多

元。 市场对过去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儿童消费需要和欲望一一做出了回

应，商业化的氛围几乎渗透到儿童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他们成长的各个

阶段，几乎所有与之有关的消费需求都可以从市场中得到满足。 这些

在市场转型中成长起来的儿童，实际上是我国消费文化叙事的一个中

心。 不仅儿童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重点，而且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也

发挥着越来越大影响。
现如今，第一代和第二代独生子女也已开始为人父母，他们的消费

观念和消费行为影响着自己的子女。 ２１ 世纪的儿童消费者正在重复

着他们昨天的故事，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越前两代独生子女的消费

状况，他们所面临的商业环境与西方同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

学者所担忧的商业化对童年的侵蚀（Ｓｃｈｏｒ， ２００５；Ｃｏｏｋ， ２００４），在我国

城镇同样存在。 童年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一种昂贵的生活方式

（Ｗæｒｄａｈｌ，２０１０：１８６），儿童消费市场的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食物、玩
具和童装等方面，而是不断地扩大。 令无数城镇父母感到焦虑的教育

消费也被市场所包围，成为这一昂贵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一面，诸如音

乐、美术、舞蹈等各类艺术兴趣培训班和奥数、英语、亲子阅读等课外辅

导班已成为当代儿童教育消费的重点领域。
在教育市场的激励竞争中，教育产品供给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

府，由市场主体配置的教育资源日渐占据儿童校外教育的核心领域，大
量由机构或私人提供的课外辅导班、艺术兴趣班应运而生。 那些效仿

和针对主流教育课程的校外付费补习也被称作“影子教育” （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２；Ｂｒａｙ， ２００６；薛海平，２０１５），包括

聘请家教为子女授课或送子女到补习班就读。 “影子教育”的扩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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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消费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家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教育

支出，而家庭结构的差异又将导致不同家庭儿童教育消费出现差异，进
而扩大不同阶层教育资源获得的不平等。

（二）“唯一的希望”：家庭少子化与儿童教育消费

家庭结构是地位获得和代际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之一（Ｈｏｕｔ，
２０１５）。 由于不同结构形式的家庭在家庭资源、社会资本以及抚育的

角色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家庭结构将会对孩子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心

理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吴愈晓等，２０１８）。 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

过程中，核心家庭成为家庭结构的主导类型，特别是在经历了三十多年

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核心家庭中的“核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仅

仅是指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的一种“小家庭”的结构形态，还包含

子女数量急剧减少这一特征，即家庭的少子化。① 家庭少子化带来的

一个显著后果是，儿童在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 这些变化将

对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消费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唯一的希

望”（Ｆｏｎｇ， ２００４），独生子女从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和家

庭未来的寄托，家庭生活的重心也开始向独生子女倾斜。 这种倾斜在

子女教育消费上表现尤为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深刻影响

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 不同于其他家庭投

资，儿童教育消费是一种家庭人力资本再生产的投资（Ｐｅｒｒｏｔｔａ，２００４：
３）。 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教育成功的手段，并最

终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 这一解释视角着眼

于家庭代际流动，侧重于对孩子成本—效用的工具理性考量，把儿童教

育消费视为一种家庭投资策略，是家庭未来的希望所在。
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庭少子化情境中的儿童教育消费。 贝克尔最早尝试

将消费者行为理论运用到生育率的分析中，探讨了家庭人口的生育行

为和投资决策，并从微观的家庭选择视角出发，创建了孩子数量质量替

代理论。 该理论假定家庭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认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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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以来，我国大陆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 ９０ 年代

初，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２ １）以下，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２２，处于世界最低水平。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和生育率仅为 １ １８。



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不会无限制增加对孩子的需求；相反，当家庭收入提

高时，父母的最优选择是减少孩子的数量，转而提高孩子的质量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０）。 在我国，孩子数量的减少一开始并非因为家庭收入

的提高，而是计划生育政策因素使然。 既然孩子数量减少是不可避免

的结果，那么如何提高孩子的质量就是关键。 贝克尔把孩子的教育支

出看成孩子质量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将

有利于提高孩子的质量（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０）。 无独有偶，同在 １９６０ 年，舒
尔茨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讲演，建议把对儿童培养过程看

成资本的积累过程，并着重强调了教育投资在提高人力资本形成中的

作用（舒尔茨，１９９０）。 中国父母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热情很好地诠释

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即教育培训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最终改变个体的

命运。
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很多种方式，如购买“学区房”以获取优

质的学校教育资源。 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已

经不能满足城镇父母的需要，越来越多的父母将目光投向市场化的教

育服务机构，他们对“学而思”、“新东方”之类的校外兴趣班和辅导班

趋之若鹜，期待从中获取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进而在教育分层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影子教育”已成为教育竞争

的“第二战场”，在我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影子教育”的花费已成为

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家庭、学校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其他一些课外活动，①如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兴趣班同样花费

不菲，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但是父母们愿意为此买单，因为他

们相信这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投资，而缺少这种投资的儿童在学习、社
会地位乃至最终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或好配偶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Ｆｏｎｇ，２００４：８５）。 在学术研究中，课外补习之类的教育消费也引起了

很大的争论，如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是否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是
否有益于学校教育，等等（Ｔｓａｎｇ， ２００２；贝磊，２０１２；薛海平，２０１５），但
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课外补习还在继续扩张并愈发多样化。

已有不少实证研究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影子教育”再生产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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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贝磊等人的界定，“影子教育”主要是指课外补习，不包括音、体、美等艺术类兴趣班

的培训（Ｂｒａｙ， ２００６）。



流教育系统中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了城乡和不同阶层的学生在获得教

育资源、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上的差距，并成为城乡和阶层不平等在代

际间维持和传递的一个重要通道（薛海平，２０１５；胡咏梅等，２０１５）。 城

市中产阶级家庭与底层阶级家庭在子代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也促使家

庭教育模式出现了阶层分化（洪岩壁、赵延东，２０１４）。 在教育分层研

究中，西方学者提出的 “有效维持不平等” （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理论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并不会因受教育机会

的增加而减弱，而是以某种 “有效的” 方式继续加以维持 （ Ｌｕｃａｓ，
２００１），这一观点同样为中国的经验数据所支持（吴愈晓，２０１３）。 所

以，在教育培训机构遍地开花的城镇社会，父母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
相反，在全民“抢跑”面前，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依然难以消

弭的情况下，城镇父母的危机感和焦虑感空前地爆发出来。 然而，由于

害怕“掉队”，即使大家都痛恨这些兴趣班和辅导班，还是没有人愿意

退出，整个社会由此陷入了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熊易寒，２０１６）。

（三）“以爱之名”：亲子关系与儿童教育消费

在现代家庭中，“童年神圣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事实。 童年期

的孩子尽管在经济上是“无用”的，但在情感上却是“无价”的（Ｚｅｌｉｚｅｒ，
１９９４）。 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欢乐、愉悦，是父母心灵的寄托和希望所

在，可以使父母感到生命更有意义（Ｈｏｆｆｍ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３）。 这种

儿童情感价值的普遍提升可能是全球化现象，但在中国，因“少子化”
趋势的日益突出，儿童在家庭情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愈加不可动摇，使
亲子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① 由于消费不只是一种市场上的购买

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关系性的工作”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在家庭中具有

情感表达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消费等经济活动来创造、维系和协商与

他人的重要关系（Ｚｅｌｉｚｅｒ， ２００５）。 因此，儿童教育消费不仅在量上占

据家庭消费的重要地位，而且在质上为家庭情感特别是亲子关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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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当前家庭关系的主轴究竟是夫妻关系还是亲子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 有学者

认为，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平等，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

关系的主轴。 但也有研究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亲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亲密关系越来

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亲子轴已经被夫妻轴所取代或者超越，亲子轴和夫妻轴在中国城市

家庭中依然十分重要，至于谁更重要则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现实选择（参见马春华等，
２０１１：１９０）。 本研究更认同后面这一观点。



构与互动发挥着重要作用。 已有的不少研究把家庭当中不断攀升的儿

童消费看作是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达和心理补偿，以及父母用来维持

亲情、创造家庭归属感的一种方式 （ Ｐｕｇｈ， ２００９； Ｆｏｎｇ，２００４； Ｙｉｎｇ，
２００３；Ｚｈａｏ， ２００６）。 从这一视角来看，儿童教育消费就不纯粹是属于

儿童自身的消费，它牵涉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承载着父母强烈的

情感，是“父母之爱”淋漓尽致的表达。
在我国，许多父母自身很节俭，但在孩子的教育消费支出上，很少

会吝啬。 即使一些家庭不够富裕，父母仍然通过抑制其他消费，来满足

孩子的教育消费，努力给他们构造一个教育机会充足的童年。 很多父

母希望下一代能够过上他们在童年时所不能享有的生活，拥有他们小

时候所没有的东西（Ｙｉｎｇ，２００３：３７６）。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父母之爱”是被消费

文化建构出来的。 特别是在童年日趋商业化的环境中，儿童消费文化

的轰炸式炒作无疑是最大的幕后推手。 不少学者指出，正是消费文化

操纵着儿童和父母的消费走向（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７；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７）。 当代消

费文化的中心已聚焦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孩子成为连接消费市场与

家庭的新通道，并已成为被“品牌捆绑”的人（Ｑｕａｒｔ， ２００３）。 学术界对

“童年的商业化” 的批评和控诉已经越来越多 （ Ｃｏｏｋ， ２００４； Ｓｃｈｏｒ，
２００５；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７），其实大多数的家长也认识到了过度商业化对儿童

身心健康的危害。 但是，无论怎样批判和抵制，都难以阻挡儿童消费文

化碾过的巨轮。 因为，童年的商业化，其原因不仅是消费文化的商业炒

作这一外部因素，更为惊人的是，消费文化已经渗透到家庭内部，导致

在家庭结构变迁中，亲子关系的重构需要遵从消费文化的法则。 杂志、
广告、电视、儿童电影、电子游戏和网络等大众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巨大

的作用，它们成为构建温暖、亲情和爱的新工具，并以亲情连接、温情诉

求拉拢孩子，重构了健康、幸福和成功孩子的形象，彻底颠覆了传统的

育儿观念。 不送孩子去辅导班或兴趣班，反而被看成是父母对子女教

育不负责任的表现。 “爱他，就送他去上兴趣班”，成为许多父母的信

条。 这些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是探讨今日中国儿童教育消费的增长还

是亲子关系的变革，都不能忽略这两者的内在关联，哪怕“父母之爱”
是被建构出来的，在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支配着父母的

消费选择。 可以说，有多少“父母之爱”，就有多少兴趣班或辅导班假

此之名以行，“父母之爱”是解读儿童教育消费增长的情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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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父母之爱”还体现了家庭的教养方式，父母在子女身

上投注的情感和时间的差异，是阶层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拉鲁在

《不平等的童年》（２０１０）一书比较了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对

待子女的教养方式。 她发现，中产阶级父母通常采用“协作培养”的模

式，会给孩子安排各种课外活动，有更多的陪伴和积极的情感交流；而
工人阶级父母一般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模式，很少给孩子组织课外

活动，并倾向于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 两种“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

逻辑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也被附上了不平等的面值” （拉鲁，２０１０：
２４２），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工人阶级的孩子在社会

生活中占有更为明显的优势。 从这里不难看出不同阶层的亲子关系对

儿童教育消费的重要影响，而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阶层再生产之上。
中产阶级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和不惜代价的时间、情感和金钱

投入，恐怕也正是源于对这一点的深刻感触。

（四）分析框架

上述文献梳理展示了儿童教育消费变化在中国发生的背景和逻

辑：市场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家庭革命带来了家庭

结构和亲子关系等方面的嬗变，消费革命催生了庞大的教育消费市场

并促进了儿童消费文化的发展。 这两场革命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着

儿童消费者。 家庭结构的少子化一方面使家庭资源聚集在子代上，儿
童教育消费成为家庭重点投资方向，另一方面又促使亲子关系成为家

庭关系的主轴。 亲子关系的主轴化与童年的商业化，使向教育市场购

买服务成为父母之爱和家庭希望的表达。
从家庭的视角来看，儿童教育消费在家庭之中既具有工具理性的

属性，又兼具了情感表达的功能。 前者将儿童教育消费同儿童发展乃

至家庭内部的代际流动关联在一起，父母给予儿童教育消费机会的同

时也将家庭的希望和使命与之相系；后者将儿童教育消费与亲子关系

的建构视为不可分割的纽带，儿童教育消费之中承载着父母强烈的爱

的付出。 两种消费都展现了家庭对待儿童的教养方式，也形成了我们

解读儿童教育消费的两种视角。 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家庭本身来谈论

儿童教育消费，而是需要将其置于家庭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双重语境之

中，来理解其中所包含的丰富意涵。 上述西方的相关文献开拓了儿童

消费研究的理论视野，而针对中国儿童消费的相关研究（包含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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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和英文文献）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情境下儿童教育消费的独特图

景，两者共同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见图 １）。

图 １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
写为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基线调查数据对儿童教育消费进行分析。
ＣＥＰＳ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实施的、具有全国

代表性的大型追踪项目。 该项目以初中一年级（七年级）和初中三年

级（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

口比例为分层变量，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２８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作
为调查点，以学校为基础，随机抽取了 １１２ 所学校、４３８ 个班级进行调

查，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入样。 基线调查共调查了 １ ９ 万多名学生，
其绝大多数年龄介于 １１ － １４ 岁之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
我国《未成年保护法》，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均属于儿童之列。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由 ＣＥＰＳ 基线调查数据中的学生数据、
家长数据和学校数据合并而成的新数据库。 填写家长问卷的受访者包

括孩子的亲生父母、继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和其他亲属，为了更准确

地反映父母对子女教育消费的影响，本研究只保留了由亲生父母、继父

母所填写的家长问卷数据。 同时，由于教育不平等的城乡差异早已为

大量研究所证实，本研究将聚焦于考察城镇儿童教育消费状况，以使数

据分析更有针对性和可比性。 在样本中，我们只保留了学生在城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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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就读、家庭居住在城镇社区的样本。 也就是说，本研究中的城镇是一

个社区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非按户口类型来界定，这主要是考虑到当

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频繁，不少农业户口的儿童也在城镇就学，同样面

临着城镇教育竞争的压力，因此需要把他们也纳入研究。 再剔除一些

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本研究共得到 ９２７２ 个有效样本。

（二）主要变量

１． 因变量

儿童教育消费主要包括校内教育消费和校外教育消费。 由于从

２００８ 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学校活动费、餐费和住宿费一般都按统一的标准征收，
因而个体之间在校内教育消费方面的差异不大。 事实上，在义务教育

阶段，校外教育消费才是儿童教育消费的重点，不同家庭的竞争主要也

在校外，因此，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探讨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正是城镇家庭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 在因变量

的选择上，本研究分别通过“校外教育费用”和“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来分析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 在家长问卷中，询
问了“本学期，孩子上校外辅导班或学习兴趣班所需要的费用”，此为

连续变量。 在学生问卷中，设有“你参加了哪些兴趣班 ／课外辅导班？”
这一题，答案包括“没参加、奥数、普通数学、语文 ／作文、英语、绘画、书
法、音乐 ／乐器、舞蹈、棋类和体育”等类别的课外学习活动（可供多

选）。 据此，本研究首先构建出一个是否参加兴趣班 ／辅导班的二分变

量。 其次，为了对校外教育消费展开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将参加

兴趣班 ／辅导班的类型进一步区分为“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两
种，课程辅导班包括对语、数、外等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科目的课外辅导，
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和向上流动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艺体兴趣班包括

对绘画、书法、音乐 ／乐器、舞蹈、棋类和体育等科目的学习，它更偏重阶

层化的品味和惯习的培养。①

２． 自变量

家庭结构：本研究从“家庭子女结构”和“家庭居住结构”两方面来

考察家庭结构。 首先，家庭子女结构包括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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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出生间隔等方面（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本研究侧重于对子女数

量结构和子女性别结构的考量。 在我国城镇，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一般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家庭构成城镇家庭结构的主

流。 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目前还有不少拥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多

子女家庭，这也使本研究根据子女数量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 为了对

不同家庭的儿童教育消费进行比较，本研究根据家庭子女数量将家庭

分为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 对子女性别结构的考察则可以进一

步剖析儿童教育消费中的性别化差异。 其次，家庭居住结构是根据家

庭主要成员的居住情况，把家庭分为“双亲同住家庭”和“单亲或留守

（即双亲缺位）家庭”（吴愈晓等，２０１７）。
亲子关系：本研究从“亲子陪伴时间”和“亲子情感互动”两个维度

对亲子关系进行测量。 首先，“亲子陪伴”是一种共同在场状态，是产

生和培养亲密情感的基础。 在 ＣＥＰＳ 家长问卷中，询问了家长“平均每

天直接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此连续变量体现了父母的育儿时间投

入。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还需要在陪伴的过程中进行正面积极的情

感互动与沟通，因此本研究根据家长问卷中“您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

以下事情”的回答情况，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一个“亲子情感互动”的
变量，它折射出了家长的情感投入和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 该题内容

包括“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

的心情、孩子的心事或烦恼”五个选项，答案分别为“１． 从不，２． 偶尔，
３． 经常”，这五个变量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２５４，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

研究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得出一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子，即“亲子情感互动”因子。 因子得分越高，说明亲子情感交流

互动越密切，即表明父母投入越多的情感和精力在孩子身上。
３． 控制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本研究从家长问卷中的家长受教育程度、职业

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三个方面来测量，这也是划分阶层类别的三个重

要指标。 家长受教育程度分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两类，高等教育包括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教育。 职业类

型分为“白领”和“非白领”两类，白领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与工

作人员、企业 ／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职

业，“非白领”包括技术工人、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商业与服务业的

一般职工、个体户以及失业、下岗和无业等人群。 家庭经济状况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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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中等、富裕”三类。 一般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白领职业和中

等及以上收入的人群，即属于核心中产阶层（李培林、张翼，２００８）。 之

所以对这三个变量进行这样的划分，主要是为了综合比较城镇中产阶

层家庭与非中产阶层家庭之间在儿童教育消费投入方面的差异。
此外，本研究也把家长教育期望、学生年级、是否寄宿、学校所在社

区类型和地理位置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基本情况请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基本信息 Ｎ ＝９２７２
分类变量 变量取值 百分比 变量 变量取值 百分比

校外辅导班 ／ 兴
趣班

课程辅导班

艺术兴趣班

家庭居住结构

子女数量结构

子女性别结构

家长是否受高等
教育

参加 ６１ ６５
没参加 ３８ ３５
参加 ４６ ７９
没参加 ５３ ２１
参加 ３７ ９７
没参加 ６２ ０３
双亲同住 ７４ ４８
单亲或双亲缺位 ２５ ５２
独生子女家庭 ５９ ９９
多子女家庭 ４０ ０１
男孩 ５０ ４７
女孩 ４９ ５３
是 ３０ ５９
否 ６９ ４１

家长职业类型

家庭经济状况

年级

是否寄宿

学校社区类型

学校地理位置

白领 ２６ ８８
非白领 ７３ １２
富裕 ７ ８１
中等 ８１ ３７
困难 １０ ８１
九年级 ４６ ００
七年级 ５４ ００
是 １１ ０３
否 ８８ ９８
中心城区 ６２ ６３
非中心城区 ３７ ３７
东部地区 ６１ ４５
中部地区 １０ ８４
西部地区 ２７ ７１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校外 教 育 费 用
（单位：元）

１８８３ ０３９ ４８０９ ４８２
亲子 情 感 互 动
因子

－ ９ ５５ｅ － ０９ １ ０

亲子 陪 伴 时 间
（单位：小时）

３ ２２４ ３ ０９４ 家长教育期望 １７ １８０ ２ ９４４

（三）研究假设

１． 家庭结构假设

由于家庭对孩子将来的生活机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家庭

被看作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在教育机会获得、社会阶层地

位、代际流动、职业获得与收入不平等等各项研究中，家庭出身始终是

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李春玲，２００３；李煜，２００６；张翼，２０１０；吴愈晓，
２０１３；Ｈｏｕｔ， ２０１５），其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甚至比学校和社区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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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 在诸多家庭背景因素中，家庭结构也被认为是机会不平等的

主要影响因素之一（Ｇｒｕｓｋｙ， ２００８）。 家庭结构反映的正是一个人甫一

出世即需面临的无法轻易改变的、结构化的生活环境和背景条件。
在家庭子女结构中，已有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教育获得有负面的

影响，即一个人的兄弟姐妹越多，其教育获得的机会就越低（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Ｂｌａｋｅ，１９８１；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王晓磊，２０１７）。 “资源稀

释模型”（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对此的解释是，家庭能给予儿童的资

源取决于家庭的资源总量和子女数量，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越多，资源的

稀释程度就越大，分配在每个子女身上的资源就会相应减少，从而影响

了子女的教育获得（Ｂｌａｋｅ，１９８１）。 在我国，由于家庭的少子化趋势，独
生子女往往汇聚了更多的家庭资源。 有研究指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还是孩子的学习、娱乐、志趣和交往，独生子女父母放在孩

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往往超过多子女父母（风笑天，１９９４：３０）。 据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１：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校外教育

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１ ２：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比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校外辅导

班 ／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更多。
在当前城镇独生子女家庭占主流的背景下，性别的平等化效应日

趋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别之间教育不平等的状况

开始缩小。 韩怡梅对中国 ７ － １６ 岁儿童入学和家庭教育开支的研究也

证实了这一点（Ｈａｎｎｕｍ， ２００５）。 而且在教育机会的扩张过程中，女孩

比男孩从中获益更多，有研究指出，这其中的机制在于生育率的下降，
即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使父母没有必要采取重男轻女的教育投资策

略，从而有利于缩小男女间的教育差距（叶华、吴晓刚，２０１１：１５５）。 新

近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在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女生参加“影子

教育”的概率显著高于男生（薛海平、李静，２０１６）。 因此，本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１ ３：相对于男孩，女孩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１ ４：相对于男孩，女孩的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

更多。
作为家庭结构的另一个表征，家庭居住结构中包含着家庭成员构

成情况，而家庭的成员构成对儿童学业发展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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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是否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在对儿童的经济资源

和时间资源的投入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费孝通曾提出“双系抚育”
的概念，认为父母是抚育孩子的中心人物，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个完

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费孝通，１９９８：１１６ － １２２）。 父母

一方或双方缺位会影响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和互动（吴愈晓等，
２０１８）。 比起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在双亲共同居住的完整家庭中，孩
子成长过程中更容易得到父母的关注，生活会更加稳定，更有利于父母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协同。 国内的经验研究已经指出，与双亲共同居

住的儿童比单亲或留守家庭的儿童有更好的学业成就和社会心理发展

水平（吴愈晓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国外的研究也早已发现，在 １４ 岁时没

有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将对孩子的中学学业产生消极影响（Ｓａｎｄｅｆｕ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 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 ５：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

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更多。
假设 １ ６：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

的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的参与机会更多。
２． 亲子关系假设

现代家庭革命不只是家庭结构的变革，还包括亲子关系的重塑。
亲子关系的变革对家庭内的资源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家庭结构

的核心化一样，重视子代的亲子关系也将使家庭资源（包括情感资源

和时间资源）配置向子代倾斜，从而有利于儿童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亲子情感互动包含父母和子女之间双向的沟通与交流。 从父母的

角度来说，亲子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载体，他们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

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景军，２０１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父母

普遍的心理期望。 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良好的亲子关系使儿童能够获

得父母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儿童习得各种基本知识、技能、价值

观。 亲子关系的这种双向性特征，使得亲子情感互动在亲子关系的维

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父母之爱”的表达，也是孩子们获取更

多教育资源的基础。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１：亲子情感互动程度越高，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就

越多。
假设 ２ ２：亲子情感互动程度越高，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

的机会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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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的维系除了情感投入，还有时间投入，良好的亲子关系离

不开父母的陪伴。 从情感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陪伴即关爱，是维持亲

情、创造归属感和家庭幸福感的一种方式（ Ｐｕｇｈ， ２００９；Ｆｏｎｇ，２００４；
Ｙｉｎｇ， ２００３；Ｚｈａｏ， ２００６）。 尽管陪伴作为亲子之爱的观念有不少消费

文化建构与操纵的痕迹（Ｑｕａｒｔ，２００３；Ｂａｒｂｅｒ， ２００７；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７），但
它的确已经对父职和母职的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 甚至可以说，在现

代消费社会，陪伴已成为亲子生活中的一项新伦理。 网络上有关陪伴

的叙事已经渗透家庭意识形态之中，许多现代父母认为，如果不能陪伴

孩子，那就是不称职的父母，是对孩子成长的不负责任；如果没有时间

陪伴孩子，再多的工作成就和物质增长也未必能够提升家庭幸福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父母在陪伴的过程中，通过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
能够培养儿童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从而对其学业成就产生积极的

影响（李忠路、邱泽奇，２０１６）。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 ３：亲子陪伴的时间越长，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就越多。
假设 ２ ４：亲子陪伴的时间越长，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的

机会就越多。

（四）分析策略与方法

在验证上述假设的过程中，本研究将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

步骤是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第二个步骤

是使用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进行分析。 Ｔｏｂｉｔ 回归

模型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Ｊａｍｅｓ Ｔｏｂｉｎ）提出的，人们

为了纪念托宾对这类模型的贡献，把被解释变量取值有限制、存在选择

行为的这类模型称为 Ｔｏｂｉｔ 模型（Ａｍｅｍｉｙａ， １９８４）。 在本研究中，儿童

校外教育费用的取值范围均大于等于零，其中有一部分家庭在这方面

并没有消费支出，有支出的部分则呈连续分布，因此，该变量属于受限

变量，是典型的审查数据（ｃｅｎｓｏｒｅｄ ｄａｔａ）。 如果使用一般的 ＯＬＳ 线性

回归模型将违背同方差假设，而如果简单地将教育消费支出为零的观

测值删掉，则会造成大量的数据损失，很可能得到有偏估计，无法准确

反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故本文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利用最大似然估计

方法，使审查数据估计得到一致性结果。 第三个步骤是对儿童是否参

与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二分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分

别比较父亲和母亲对儿童教育消费有哪些不同的影响，本研究还将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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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样本和母亲样本分开建模。 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将校外辅导班 ／兴趣

班具体分为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进行分析，以考察不同家庭在子

女校外教育中的重点投资策略及其背后的阶层偏好差异。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１ 可见，平均每个家庭用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为 １８８３
元，但在不同家庭结构中，存在较大的差别。 如图 ２ 所示，独生子女家

庭的支出比多子女家庭的支出要高很多，其中，独生女孩的费用支出最

高，是独生男孩的 １ ４１ 倍，多子女家庭中女孩的支出也大大超过男孩，
是男孩的 １ ２９ 倍。 从图 ３ 来看，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校外教育消

费支出比单亲或双亲缺位的儿童略高一些。

图 ２　 家庭子女结构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

在校外教育消费中，参加各类辅导班 ／兴趣班是其最主要的内容。
如表 １ 所示，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儿童已超过六成。 事实上，不
少儿童参加了不止 １ 个兴趣班或辅导班。 从样本应答百分比来看，在
所有类型中，英语是最受欢迎的，其次为普通数学，然后依次为音乐 ／乐
器、语文 ／作文、绘画、体育、舞蹈和书法等兴趣班。

进一步来看，儿童参不参加以及参加哪些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也是

因家庭而异的。 这些选择背后的差异，折射出了父母们的教育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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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家庭居住结构与儿童校外教育消费

阶层偏好。 从表 ２ 可以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
趣班的概率最高，接近七成，多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者不足半数。 而不

管是在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女孩参加的比例都高于男孩。
再比较儿童参与课程辅导班和艺体兴趣班的情况，可以发现，不管是独

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比例都高于艺体兴趣

班。 当然，不同阶层家庭的选择可能会不一样。

　 表 ２ 　 　 不同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情况 （％ ）

家庭子女数量 性别
校外辅导班 ／ 兴趣班 课程辅导班 艺体兴趣班

参加 没参加 参加 没参加 参加 没参加

独生子女家庭
（Ｎ ＝ ５５６２）

合计 ６９ ６５ ３０ ３５ ５４ ８７ ４５ １３ ４２ ９０ ５７ １０

男孩 ６４ ９２ ３５ ０８ ５１ ５６ ４８ ４４ ３６ ３２ ６３ ６８

女孩 ７４ ７６ ２５ ２４ ５８ ４５ ４１ ５５ ５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多子女家庭
（Ｎ ＝ ３７１０）

合计 ４９ ６５ ５０ ３５ ３４ ６６ ６５ ３４ ３０ ５９ ６９ ４１

男孩 ４６ ０４ ５３ ９６ ３２ ０３ ６７ ９７ ２７ ６２ ７２ ３８

女孩 ５３ ０２ ４６ ９８ ３７ １２ ６２ ８８ ３３ ３７ ６６ ６３

（二）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的 Ｔｏｂｉｔ 模型分析

在表 ３ 中，我们建构了四个模型。 模型 １ 是基准模型，包含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儿童自身特征和学校因素等一些控制变量。 数据结果显

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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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那些家庭经济中等及以上、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白领的，即
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相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

育和非白领职业的家庭来说，儿童校外教育消费都要更多，由此可见中

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状况不再展开分析。
模型 ２ 是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三个家庭结构变量。 数据显

示，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相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在校外教育消费支

出上要明显地高出很多，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要低一

些，而差异都非常显著，假设 １ １ 和假设 １ ３ 均得到验证。 此外，与双

亲共同居住虽然会增加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但并没有统计显著性，
与我们的假设 １ ５ 不符合，在下面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模

型中，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模型 ３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亲子关系的变量。 从统计结

果中可以看到，两个变量的影响都非常显著。 也就是说，亲子陪伴的时

间越长，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就越多；亲子情感互动的程度越高，儿
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也越多，假设 ２ １ 和假设 ２ ３ 得到验证。 模型 ４
也是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将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相关变量都加入模

型。 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个主要自变量除了在作用程度上有一些

变化之外，在统计显著性上与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没有多大差别。

　 表 ３ 　 　 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支出的 Ｔ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家长是否受高等教育
（是 ＝ １）

２１６２ ５４∗∗∗

（２５６ ７４）
１６８４ ００∗∗∗

（２６０ ４４）
１９９８ ０９∗∗∗

（２５８ １０）
１６０３ ０５∗∗∗

（２６１ ２２）

家长职业（白领 ＝ １） ７７９ ９５∗∗

（２６０ ３４）
６６５ ９０∗

（２５９ ５５）
７４８ ７９∗∗

（２５９ ８９）
６５３ １０∗

（２５９ ２６）
家庭经济状况（困难 ＝ ０）

　 中等
２０７１ ４１∗∗∗

（３５５ ６７）
１８０２ ００∗∗∗

（３５６ ３８）
１９３８ ２７∗∗∗

（３５５ ７４）
１７２５ １０∗∗∗

（３５６ ４４）

　 富裕
３４７１ ２４∗∗∗

（４７９ ３１）
３３３８ ０８∗∗∗

（４７８ ５６）
３３３６ ３３∗∗∗

（４７８ ９７）
３２４９ ４５∗∗∗

（４７８ ４７）

家长教育期望
２１６ ７５∗∗∗

（３５ ６１）
２０８ ２９∗∗∗

（３５ ６０）
１８４ ４６∗∗∗

（３５ ９１）
１８４ ８５∗∗∗

（３５ ８９）

年级（九年级 ＝ １） ２０５１ ０６∗∗∗

（１９５ ８３）
１９６６ ２５∗∗∗

（１９５ ２２）
２１１９ ０１∗∗∗

（１９５ ７９）
２０２４ ５１∗∗∗

（１９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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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是否寄宿（是 ＝ １） － ３７４９ ２０∗∗∗－
（３８１ ９４）

－ ３４１６ １４∗∗∗－
（３８３ ２５）

－ ３７０６ ６８∗∗∗－
（３８１ ６５）

－ ３４０８ ９９∗∗∗－
（３８３ １１）

学校社区
（中心城区学校 ＝ １）

２２４８ １５∗∗∗

（２３１ １９）
２０３９ １４∗∗∗

（２３１ ２４）
２１７４ ４７∗∗∗

（２３１ ０５）
１９９４ ７８∗∗∗

（２３１ １７）
学校地理位置（西部地区 ＝０）

　 东部地区
４２ １９

（２１９ ８２）
６９ ９７

（２１９ １０）
４８ ３３

（２１９ ５７）
７４ ３５

（２１８ ９８）

　 中部地区
－ ７１２６ ５０∗∗∗－
（４６８ ４７）

－ ６９３３ ４０∗∗∗－
（４６８ ５１）

－ ７１０５ ５９∗∗∗－
（４６８ ２６）

－ ６９４７ ７０∗∗∗－
（４６８ ４９）

子女数量结构（独生子女家
庭 ＝ １）

１８９４ ０４∗∗∗

（２２０ ２２）
１７５０ ２２∗∗∗

（２２２ ３５）

子女性别结构（男孩 ＝ １） － １２８６ ０２∗∗∗－
（１９４ １１）

－ １２００ ７６∗∗∗－
（１９４ ５０）

家庭居住结构
（双亲同住 ＝ １）

１６６ ３９
（２２７ ８３）

１１８ ６４
（２２７ ８８）

亲子陪伴时间
１１０ ３１∗∗∗

（３２ ２３）
１０２ ６５∗∗

（３２ ２１）

亲子情感互动
５６６ ３３∗∗∗

（１０４ ５３）
４０９ ８８∗∗∗

（１０５ ５３）

常数项
－１０５７３ ７４∗∗∗　
（７４７ ５２）

－１０５６３ ００∗∗∗　
（７６９ ８３）

－１０２００ ９１∗∗∗　
（７６１ ２０）

－１０３２０ ６５∗∗∗　
（７８５ ８１）

Ｓｉｇｍａ ７９２２ １８∗∗∗

（９３ ９３）
７８７４ ２１∗∗∗

（９３ ２４）
７９０１ ９７∗∗∗

（９３ ６４）
７８６１ ８４∗∗∗

（９３ ０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０  ０１５２  ０１６３
样本量 ９２７２ ９２７２ ９２７２ ９２７２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三）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

在表 ４ 中，模型 ５ 是考察各个因素对儿童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趣

班的影响和作用。 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职业

类型和家庭经济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概率。 相较于家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非白领工作和家庭

经济状况困难的儿童，家长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白领工作、家境中等和

家境富裕的儿童，其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均要高很多。 也

就是说，中产阶层家庭更加重视儿童校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从家庭子女结构来看，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概率是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的 １ ４２ 倍，验证了假设 １ ２，即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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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独生子女家庭的儿童拥有更多参与校外教育消

费的机会。 性别的影响是显著的。 相对于女孩来说，男孩参加校外辅

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更低，只有女孩的 ７３％ ，假设 １ ４ 得到验证。 从

家庭居住结构来看，尽管在表 ４ 中家庭居住结构对校外教育支出的影

响不显著，但在这里（模型 ５）这一变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假设 １ ６
得到验证：与双亲共同居住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或兴趣班的概率是

单亲或双亲缺位家庭的儿童的 １ １３ 倍（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 １ １３）。 可见，完
整的家庭更能促进儿童获得校外教育机会，父母双亲的共同协作显然

具有更突出意义。 从亲子关系来看，亲子陪伴时间和亲子情感互动都

有积极的影响，亲子陪伴每增加 １ 个小时，儿童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辅导

班的概率就要增加 １ ０２ 倍；亲子情感交流因子每增加 １ 个单位，儿童

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辅导班的概率要增加 １ １８ 倍。 可见，亲子关系在儿

童教育获得中的重要性，假设 ２ ２ 和假设 ２ ４ 均成立。
在家庭对待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会存在一

定的差异。 对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在同样控制

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父子情感互动因子和母子情感互动因子的影响都

有显著性。 不过，父亲陪伴时间和父亲职业这两个变量对儿童参加校

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影响不显著（模型 ６），但母亲陪伴时间和母亲职

业的影响是很显著的（模型 ７）。 相对于母亲为非白领的儿童来说，母
亲为白领的儿童参加的概率要高出 ２３％ 。 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

教育程度的影响也都具有显著性：相对于母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儿

童而言，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概率是

前者的 ２ 倍；相对于父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而言，父亲受过高等

教育的儿童参加的概率是前者的 １ １７ 倍。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儿童校

外教育活动参与中，母亲这一身份特征（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

更为突出的。 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母亲在儿童教育

方面的高度介入，使母职呈现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杨可，２０１８）。
儿童参加什么类型的兴趣班或辅导班，也会因家庭背景而异。 模

型 ８ 和模型 ９ 分别考察了各个自变量对儿童是否参加课程辅导班和艺

体兴趣班的影响。 数据显示，家长职业对课程辅导班没有显著影响，但
对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却是非常显著的，家长是白领的儿童参加艺体兴

趣班的概率是家长为非白领的儿童的 １ ２８ 倍。 相比家长没有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儿童，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儿童参加课程辅导班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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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出 ５８％ ，但是在艺体兴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６８％ 。 家庭经济状况

富裕的儿童比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在参加课程辅导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７５％ ，但是在参加艺体兴趣班上的概率要高出 ８７％ 。 从这些横向比较

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阶层都更重视参加核心课程辅导班的背景下，
相对而言，那些家长职业地位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状况更富裕

的家庭，对儿童参加艺体兴趣班的影响力比参加课程辅导班的影响力

更大一些，中产阶层家庭对儿童艺术、体育等方面的重视由此可见一

斑，更加注重学业之外的文化资本积累和阶层品味培养。

　 表 ４ 　 　 儿童参加校外辅导班 ／兴趣班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变量名
模型 ５
全样本

模型 ６
父亲样本

模型 ７
母亲样本

模型 ８
课程辅导班

模型 ９
艺体兴趣班

家长是否受高等教育
（是 ＝ １）

 ６３∗∗∗

（ ０７）
 ５１∗∗∗

（ １１）
 ７０∗∗∗

（ ０９）
 ４５∗∗∗

（ ０６）
 ５２∗∗∗

（ ０６）

家长职业（白领 ＝ １）  １５∗－
（ ０７）

 １６００
（ １０）

 ２１∗

（ １０）
 ００００

（ ０６）
 ２４∗∗∗

（ ０６）
家庭经济状况（困难 ＝ ０）

　 中等
 ３１∗∗∗

（ ０７）
 ３３∗∗

（ １０）
 ２３∗

（ １１）
 ３１∗∗∗

（ ０８）
 ２０∗

（ ０８）

　 富裕
 ７２∗∗∗

（ １１）
 ６６∗∗∗

（ １６）
 ７０∗∗∗

（ １６）
 ５６∗∗∗

（ １１）
 ６３∗∗∗

（ １１）

家长教育期望
 ０５∗∗∗

（ ０１）
 ０６∗∗∗

（ ０１）
 ０４∗∗

（ ０１）
 ０６∗∗∗

（ ０１）
 ０３∗∗

（ ０１）

年级（九年级 ＝ １） －  １１∗

（ ０５）
－  １０　
（ ０７）

－  ０９　
（ ０６）

　  １０∗

（ ０５）
　 －  １４∗∗　

（ ０５）

是否寄宿（是 ＝ １） －  ５０∗∗∗

（ ０８）
－  ４５∗∗∗

（ １１）
－  ５４∗∗∗

（ １１）
－  ５８∗∗∗

（ ０８）
－  １８∗

（ ０８）
学校社区
（中心城区学校 ＝ １）

 ５６∗∗∗

（ ０５）
 ６５∗∗∗

（ ０８）
 ４５∗∗∗

（ ０７）
 ５１∗∗∗

（ ０５）
 ３５∗∗∗

（ ０５）
学校地理位置（西部地区＝０）

　 东部地区
－  ２２∗∗∗

（ ０６）
－  ２５∗∗

（ ０８）
－  ２２∗∗

（ ０８）
－  ３５∗∗∗

（ ０５）
－  １４∗∗

（ ０５）

　 中部地区
－１ ０９∗∗∗

（ ０９）
－１ ０９∗∗∗

（ １３）
－１ １１∗∗∗

（ １２）
－１ ６５∗∗∗

（ １０）
－  ４２∗∗∗

（ ０９）
子女数量结构
（独生子女家庭 ＝ １）

 ３５∗∗∗

（ ０５）
 ３２∗∗∗

（ ０７）
 ３４∗∗∗

（ ０７）
 ３８∗∗∗

（ ０５）
 １４∗∗

（ ０５）

子女性别结构（男孩 ＝ １） －  ３２∗∗∗

（ ０５）
－  ２８∗∗∗

（ ０７）
－  ３０∗∗∗

（ ０６）
－  １９∗∗∗

（ ０５）
－  ４１∗∗∗

（ ０５）
家庭居住结构
（双亲同住 ＝ １）

 １２∗

（ ０５）
 １８∗

（ ０９）
 １４∗

（ ０７）
 １３∗

（ ０５）
 ０４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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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名
模型 ５
全样本

模型 ６
父亲样本

模型 ７
母亲样本

模型 ８
课程辅导班

模型 ９
艺体兴趣班

亲子陪伴时间
 ０２∗∗

（ ０１）
 ０１

（ ０１）
 ０３∗

（ ０１）
 ０２∗∗

（ ０１）
 ０１

（ ０１）

亲子情感互动
 １６∗∗∗

（ ０２）
 １８∗∗∗

（ ０４）
 １２∗∗∗

（ ０３）
 １２∗∗∗

（ ０２）
 １３∗∗∗

（ ０２）

常数项
－１ ０３∗∗∗

（ １７）
－１ ４１∗∗∗

（ ２６）
－ ６２∗

（ ２４）
－１ ８５∗∗∗

（ １８）
－１ ３６∗∗∗

（ １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１２４３  １２５４  １１４３  １１６０  ０６６６
样本量 ９２７２ ４０４３ ５２２９ ９２７２ ９２７２

　 　 注：（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双重背景，从家庭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 ＣＥＰＳ 数据的分析，检视了家庭结构、亲子关系和儿童教育消费

之间的关联，验证了上文提出的绝大多数研究假设。 概括地说，通过对

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家庭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支出和机会。

一方面，家庭子女结构改变了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相对于多子

女家庭的孩子来说，作为家庭唯一希望的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

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 相对于男孩来说，女孩也能够获得更多

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机会。 另一方面，家庭居住结构虽然对儿童校

外教育费用的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儿童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或兴

趣班的影响却非常显著，与父母双亲共同居住能够更好地促进儿童校

外教育机会的获得。
其次，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儿童校外教育消费有着积极的影响。 一

方面，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越长，孩子可以获得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

机会就越多。 另一方面，亲子情感互动与交流越频繁，反映了父母对子

女的情感投入越深，因而也越有利于子女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母
亲比父亲的投入更多，特别是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对儿童校外教育

机会的获得具有更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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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杨可，２０１８）。 也正因为如此，中产阶层家庭中的母亲往往表现得

更为焦虑。 对儿童来说，参加课外辅导班是一种“影子教育”，但对母

亲来说，就是一种“影子工作”（Ｉｌｌｉｃｈ， １９８２）。
再次，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阶层化差异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

问题。 本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更为重视，他们不仅

像其他家庭一样热衷于让孩子上各种课程辅导班，而且更倾向于把孩

子送到各类艺体培训班中，以提升孩子的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这是一

种明显具有阶层化特征的教育消费实践。 贝克尔曾指出，要提高孩子

的质量就必须增加对孩子的支出，所谓优质的孩子就是花费更多支出

的孩子（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６０： ２１１）。 舒尔茨也指出，“儿童资本”是一种特殊

的人力资本，它由夫妻组成的家庭从生育儿女起便开始积累，经过对孩

子的培养教育而不断地增加资本（舒尔茨，１９９０：２）。 这些道理其实早

已为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父母所熟知，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都非常

高，为培育优质的孩子、积累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人力资本，不遗余力

地投资孩子教育。 而体制内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衡分布，使很多中

产家庭转向校外教育消费市场，以寻求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保障孩子

在学业竞争中获得更加优势的地位，这些都在无形中助长了校外教育

消费市场的兴起。
但是，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盛行，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而且也使义务教育阶段减负政策难以起效，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儿童卷

入到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中，造成“校内减负校外增压”的乱象。 那

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依然无法刹住校外教育消费

市场大肆扩张的步伐？ 其中有制度和经济层面的原因，但我们同时还

要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上进行剖析：校外教育消费市场的发展，被塑造

成一种影响巨大的儿童消费文化，迎合了大多数家长的需要，强化了儿

童对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的依赖，最终使校外教育服务产品变成了极

富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家庭生活必需品。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尽
管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发出通知，着力于整顿和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市场、
减轻中小学校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是为什么大多数家长们并不领情。
家长们并非不想给孩子一个宽松和快乐的童年，只是教育机会的激烈

竞争在中小学阶段甚至在幼儿园阶段就显露出来了，为了“美好的将

来”，家长们谁也不敢轻易减轻课外负担，否则无异于自我掉队。 尽管

独生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消费支出和参与机会，但这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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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

支出就会减少。 事实上，儿童教育消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渗透到家

庭生活之中，影响着父母对儿童教育消费的持续投入。 不管是独生子

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只要还存在着阶层流动的焦虑和冲动，只要试

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个体命运或家庭地位，儿童校外教育消费的投入就

不会减少；相反，只会得到父母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本文既无意为日益变味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正名，也并非一味

地批判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而是试图承认它们在家庭生活中所扮演

的工具理性和情感表达的功能。 儿童教育消费已成为儿童消费文化中

的重要内容，而儿童消费文化并非是天真无邪的儿童的侵害者，它也给

儿童提供了一个共享的知识库，为儿童间的交流和玩耍提供了一个基

础，他们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表达一种和同学、朋友共享一种文化的欲

望，也是对共同体的一种想象（Ｓｅｉｔｅｒ， １９９５：３２）。 我们在面对当前日

益增长的“宝贝经济”时，看到的是儿童消费已经构成家庭消费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消费却很难套用批判性的消费理论来解释。 因

为它对父母和家庭来说是极富意义的行动策略：它有可能是父母们由

于忙碌而缺乏对儿童陪伴的一种心理补偿（如给更多的零花钱），可能

是一种打着“为儿童”旗号的怀旧消费，也可能是力图通过提升儿童教

育消费来为儿童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还有可能是为了融入某一阶层

群体而对儿童消费文化的遵循。
因此，在父母眼里，校外教育消费活动并非总是凡勃伦意义上的嫉

妒、炫耀和攀比，在家庭少子化的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爱、尊
严、希望或某种竞争性的生活意义。 艾莉森·帕夫就认为，现代消费创

造了一种“尊严的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ｎｉｔｙ），对许多家庭来说，不
断攀升的儿童消费或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种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

（Ｐｕｇｈ， ２００９）。 从家庭内部生活的角度而言，儿童的情感价值已超越

其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并成为家庭情感连接的重心所在，不断增长的

儿童教育消费也成为表达父母之爱的一种方式。 从家庭外部竞争的角

度来说，独生子女作为家庭的未来和唯一希望，是家庭参与社会竞争的

重要力量，因而成为家庭最好的投资品。 购买校外教育服务，就是“购
买希望”。 父母们把对孩子的投资看作促进孩子在教育方面获得成功

的一种手段，并最终获得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哪怕这样的投资会

影响到当下父母和孩子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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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在儿童教育消费问题上，我们需要重构家庭研究与消费

研究的内在关联。 已有学者指出，在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中，
家庭是难以绕过去的（吴小英，２０１５：１７）。 同样，在思考当前不断加剧

的儿童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问题时，我们也应当找回家庭的视角。 因

此，当我们用家庭的视角来看待消费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家庭不仅仅

是消费活动的一个分析单位，消费也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一个组织功

能，家庭消费本身既是家庭变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消费革命的一

块核心阵地，它隐藏着家庭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双重内涵，是社会转型的

一个基本缩影。 透过对儿童教育消费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既可以清晰

地看到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可以借此敏锐地洞察

到整个社会的变革是如何投射在家庭消费领域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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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ｕ， Ｐ． Ｍ． ＆ Ｏ． Ｄ．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６７，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ａｙ， Ｍ． ２００６，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ｕ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ｏｍｐａｒｅ ３６（４） ．
Ｃｏｏｋ， Ｄ． Ｔ．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Ｄｕｒｈａ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ｎｇ， Ｖ． Ｌ． ２００４， Ｏｎｌｙ Ｈｏｐ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ｒｕｓｋｙ， Ｄ． Ｂ． ２００８，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ＰＡ：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ｎｎｕｍ，Ｅ． ２００５， “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２．
Ｈｏｆｆｍａｎ，Ｌ． Ｗ． ＆ Ｍ． Ｌ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７３，“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ｏ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Ｉｎ Ｊ． Ｔ． Ｆａｗｃｅｔｔ（ｅｄ．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ｔ， Ｍ． ２０１５， “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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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６５７（１） ．
Ｉｌｌｉｃｈ， Ｉ． １９８２， Ｇｅｎ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ｕｃａｓ， Ｓ． Ｒ． ２００１，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６．
Ｐｅｒｒｏｔｔａ， Ｃ． ２００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 Ｔｈｅ Ｆｅａｒ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ｆｒｏｍ Ｈｅｓｉｏｄ ｔｏ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Ｊｏｈｎ Ｍｃｍｕｌｌ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ｕｇｈ， Ａ． Ｊ． ２００９， 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Ｑｕａｒｔ， Ａ． ２００３， Ｂｒ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ｕ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ｒｓｅｕ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ａｎｄｅｆｕｒ， Ｇ． Ｄ． ， Ｓ．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 Ｒ． Ａ． Ｗｏｊｔｋｉｅｗｉｃｚ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７１．
Ｓｃｈｏｒ， Ｊ． Ｂ． ２００５， Ｂｏｒｎ ｔｏ Ｂｕ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ｉｔｅｒ， Ｅ． １９９５， Ｓｏｌ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ｅｌｍａｎ， Ｌ． Ｃ． ， Ｂ． Ｐｏｗｅｌｌ， Ｒ． Ｗｅｒｕｍ ＆ Ｓ． Ｃａｒｔｅｒ ２００２，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ｂｌ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８ （１） ．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Ｄ． Ｌ． ＆ Ｄ． Ｐ．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２， “Ｓｈａｄｏｗ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７ （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Ｇ． ２００７， Ｂｕｙ， Ｂｕｙ， Ｂａｂｙ： Ｈｏ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ｓ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ｎｄ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ｒｅｉｍａｎ， Ｄ． Ｊ． １９７０，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Ｅ． Ｏ． Ｌａｕｍａｎｎ（ ｅｄ．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Ｂｏｂｂｓ⁃Ｍｅｒｒｉｌｌ．
Ｔｓａｎｇ， Ｍ． Ｃ． ２００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 Ｈ． Ｌｅｖｉｎ ＆ Ｐ． ＭｃＥｗａｎ（ｅｄｓ．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ｙｅ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æｒｄａｈｌ， Ｒ．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Ｄａｏ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Ｉｎ Ｄ． Ｂｕｃｋｉｎｇｈａｍ ＆ Ｖ． Ｔｉｎｇｓｔａｄ （ ｅｄｓ． ），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Ｙｉｎｇ， Ｇ． ２００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４（４） ．

Ｚｈａｏ， Ｘ． ２００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Ｉｎ Ｊｉｅｙｉｎｇ Ｘｉ， Ｙｕｎｘｉａｏ Ｓｕｎ ＆ Ｊｉｎｇｊ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Ｚｅｌｉｚｅｒ， Ｖ． Ａ． １９９４，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ｌｅｓｓ Ｃｈｉｌ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杨　 典

０９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４


